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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中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
贾雪池 吴次芳
摘要：农地产权制度与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农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优势已经释放出来后，这一制度应如何强化与完善？俄罗斯与中国同处于转型时期，在确立了农地私有产权制度的初期，俄罗斯农业的绩效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而后俄罗斯通过农地流转制度建构，使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规模得以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为提高农业的绩效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选取中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路径及绩效进行比较。提出我国目前在即有的农地产权制度下，成本最小的制度完善模式应是建构农地流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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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事关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农地产权制度与“三农”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才会有农村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除了有公共财政投入作资金保障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新制度。新制度+资金投入=新农村。只有新房子、新马路不是新农村。一定时期的制度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当中，而新的农地产权制度是建设新农村所需要的众多制度中的一个，我们还不能断然地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制度，但可以说没有完善的农地产权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缺乏必要的基础。因此作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是必须的。

俄罗斯是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中国同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有着非常相似的过去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国之间有比西方更多共同的东西。在曾经的计划体制下我国几乎所有的制度均是苏联相应制度的翻版。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和俄罗斯先后实行了改革。一般称中国的改革为“渐进式改革”，而称俄罗斯的改革为“激进式改革”。由于转轨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今天我们还不能仅就中俄两国的目前状况来评说那一种方式的改革更好。不能对两国短期内所谓的“渐进”、“激进”进行比较并由此得出“奇迹”、“失败”的褒贬结论。不能以中国“渐进”的改革业绩去否定俄罗斯“激进”改革的失败，因为建设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和短期收益往往并不一致。 “激进式改革”在俄罗斯的主要表现是迅速摧毁了旧制度，建立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制度模式，并且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俄罗斯独立后最先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改变了原来苏联时期单一的土地国家所有制，确立了土地私人所有权的合法地位。农地私有产权制度在其他发达国家已经取得良好的经济绩效。但移植到俄罗斯，在制度确立之初后并未取得预期效益。问题的症结在那里？其在制度移植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研究和关注的。因为中国也面临同样的制度移植的问题。目前中俄两国同处于经济制度的转型时期，因此可以将农地产权制度的比较置于这一相同背景之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俄罗斯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二、中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比较
“天生丞民，有物有则”。诗经中的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人与制度的关系。那就是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就要有制度。人与制度是相伴相生的。制度是调整资源利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的总称。制度通过对人行为的调整，实现利益的分配。诺斯说：“制度是重要的”。制度的重要性就在于一定制度总是对应着一定的效率。换句话说，不同的制度会使人们的行为产生不同的效率。当国家、利益集团、市场主体意识到存在制度外收益，并且要获取这一收益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因此，外部收益内在化就是制度变迁的动力。

中国农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是农民要获取制度外收益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对劳动产品不享有收益权、处分权，农民在生产中缺少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增加劳动收入，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在即有的制度下无法实现。于是，在部分农村，农民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1977年春天，全国只有部分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到1980年秋，大约有2亿人口实行了农地的家庭承包经营。而后的若干个中央一号文件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使农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经历了试行—肯定—全面推广—通过立法确立的变迁过程。

土地制度的变革是社会的重大变革。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说的：“每次大的社会变革后最先颁布的法令都是与土地有关的。”1992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改革。俄罗斯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过程是整个国家私有化进程的一部分，农地私有产权的确立也是国家私有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受西方理论和西方顾问思想的影响。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认为，只有实行土地私有化，解散国有农场与集体农庄，建立如发达国家一样的大农场，才能改变目前俄罗斯农业的现状。1991年俄罗斯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和《关于俄罗斯联邦实施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的总统令，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的法律地位。而后，俄罗斯又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土地产权改革的法律文件，使土地私有产权通过宪法、民法、土地法典和总统令等形式得以确立与巩固。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可以理解为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为了内化外部收益，在某一利益集团主导下，相关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与人民公社时期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相比，农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赋予了农民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这样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较好地解决了农业生产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因此生产组织成本较低。同时均分土地满足了农民对公平的诉求。俄罗斯土地改革进程中，国家认为农业生产绩效的提高只存在于现行制度之外，只有与现行制度不同的土地私有产权才能使俄罗斯农业得以发展，因此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俄两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均是为了要获取存在于即有制度外的收益，也就是说使制度外收益内在化是转型时期中俄两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

三、中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比较
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1]]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而俄罗斯农地制度改革则是由上而下的，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种变迁模式的不同可以反映出中俄两国对有效农地制度的需求主体的不同。中国是农民，土地的经营者。而俄罗斯则是政府或国家。这与两国农民当时的处境和国家转轨模式有很大的关系。表1数据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中俄两国农民的处境。俄罗斯进行土地改革之前是一个高福利保障的国家，城乡差别小。农民与城居民一样，享受着免费医疗和教育。农民没有对制度变迁的需求。而当时的叶利钦政府则认为只有农业改革，只有土地私有制能够改变俄罗斯农业的现状。因此，俄罗斯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必然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表1 中俄农村人口、农民收入占总数百分比对比

Percentage of Chinese and Russian rural population and farmers’ income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人均收入比(%)

	
	1980
	1989
	2002
	1980
	1989
	2002

	中国
	80.6
	73.8
	60.9
	40.1
	43.7
	32.1

	俄罗斯
	30.9
	26.5
	26.6
	81.4
	95.3
	40.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和《俄罗斯联邦统计年鉴2003》第75页、185页的相关数据整理

由于透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搭便车”问题的存在，因此，为了使新制度的即得利益获得者的利益获得合法化，则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具体内容通过法律确立下来。由于处在转型时期的国家，其政府往往拥有相对较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其中包括法律、法规及政策），从节约成本角度来说，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主导是合理的。中国家庭承包责任制就是先由农民自行实施的，而后中央文件、相关法律将这一农地经营制度合法化。而俄罗斯则是由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来实施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在中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是客观存在并起作用的。由于中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不相同，因此，其路径依赖也不相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赋予了农民一定期限的农地使用权、占有权和完整的收益权。但农民目前对其所利用的土地无处分权。而俄罗斯则突破了原来的路径，从单一的国家所有，演变为今天的国家所有与私人所有的形式。其中国家所有包括联邦所有、联邦主体所有与市政组织所有三种形式。私人所有包括公民所有和法人所有，其中公民所有包括公民个人所有、公民集体所有。公民集体所有又分为股份所有和共同所有。公民和法人对土地享有的权利由土地改革前单一的土地无偿使用权转变为土地租赁权、有期限无偿使用土地权、土地继承权、永久使用土地权。国家则享有对土地使用和经营的管理权。图1反映了俄罗斯土地改革后，土地权利与土地产权主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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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俄罗斯土地权利的分类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框图

制度经济学理论承认自我强化机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是起作用的。中俄两国在这一方面具有共同性。俄罗斯通过立法确立土地私有化，使原有集体农庄的农民成为农地产权主体。但改革之初，农民拥有的是“纸”制的权利，即农民都获得的只是土地份额证书。原因就在于农地不能交易，农民不能处分其依法获得的土地的权利。普京就任总统后，所面临的土地改革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宪法、民法与土地法典中所规定的农民的土地权利。2002年俄罗斯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农地流转法》即是对农地私有产权制度的完善。这一法律的颁布，使农民可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通过买卖、租赁、抵押等形式实现自己的土地处分权利。

中国家庭承包经营制赋予农民使用权、占有权、收益权，但农民不拥有对土地的处分权。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依据上述法律的关于农地流转的规定，2005年农业部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在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遵循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流转。

四、中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绩效比较
农地产权制度经济绩效主要是基于农地产权制度对耕地产出率的影响而进行的。农地产权制度的作用在已有的研究中已得到充分证实。如林毅夫就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6.89%。可以肯定，农地产权制度对耕地产出率的影响是重要的。

制度是内生的产物，农地产权制度只有与农民对制度的需求相一致时，才能长期地产生激励作用，提高绩效。农地家庭承包制赋予农民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因此，在制度建立后产生了极大的制度绩效。图4-1为1978-2003年我国历年的粮食产量。由产量的曲线走向，可以看出，1978-1990年也就是家庭承包制最初阶段，粮食总产量呈上升态势。1990-2000年之间粮食产量比较平稳，变化不明显。而2000-2003年一直表现为下降。

图2 1978-2003年历年粮食产量曲线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

与中国农地产权变革在改革初期所取得的良好绩效相比，俄罗斯农地私有产权的确立，并没有带来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表3的数据显示，从1992年2000年，无论是实际耕种面积，还是单位面积产量，均是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单就农地绩效来分析，俄罗斯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的。而中国由于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应该最初推动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主导力量集团的农民与国家，均是中国农地制度产权制度改革的受益者。

	表3 俄罗斯1990-2000年农业用地、耕地实际播种及农作物产量指标

Table 4-1 index of Russian agricultural land, actual sowed area and agricultural output.

	
	农业用地面积（万公顷）
	耕地面积

（万公顷）
	实际播种面积

（万公顷）
	农作物产量

(万吨)
	单位面积产量

(吨)

	1990
	222.1
	132.2
	117.7
	10430
	88.6

	1991
	222.1
	132.1
	115.5
	8910
	77.1

	1992
	222.3
	132.0
	114.6
	10690
	93.3

	1993
	222.0
	131.6
	111.8
	9910
	88.6

	1994
	221.8
	130.7
	105.3
	8130
	77.2

	1995
	222.0
	129.8
	102.5
	6340
	61.9

	1996
	221.6
	128.9
	99.6
	6930
	69.6

	1997
	221.5
	127.8
	96.5
	8860
	91.8

	1998
	221.1
	126.5
	91.6
	4790
	52.3

	1999
	222.1
	126.0
	88.3
	5470
	61.9

	2000
	222.2
	130.0
	85.4
	6550
	76.7

	2001
	221.0
	123.9
	84.7
	8520
	100.5

	2002
	221.0
	123.9
	84.5
	8660
	102.5


俄罗斯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另一目的是建立大型私人农场，替代原有的国有农场与集体农庄。俄罗斯在十多年的土地改革进程中，从法律形式上确立了私人土地所有权。目前俄罗斯5千万左右的公民拥有私有土地，全国63%的农业用地归私人所有。伴随着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俄罗斯的土地经营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重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的农业经营形式，如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混合公司、生产合作社等。这一过程中俄罗斯还新建了大量的私人农场。表3反映了俄罗斯家庭农场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这种形式的农场有30万个左右。每个农家庭农场占有的土地面积增幅很大，2006年每个家庭农场占有的土地面积比改革初的1992年增加了近一倍。俄罗斯农产品供给主体是农业经营业、居民经济与家庭农场。在表4的数据中，以2003年为例，农业企业占有农业用地的80.4%，农产品收入仅占43.9%。而家庭农场与居民经济使用20.6%的农地，农产品收入却占到了55.8%。这些变化在俄罗斯历史上是少有的。并且这种农地的经营形式它符合俄罗斯人少地多的资源禀赋现状。从改革政府的初衷看，俄罗斯土地改革的成就不可否认。

表3 1991-2007年俄罗斯农场（户）经济的发展情况

	年份
	农场（农户）经济
	每个农场平均占有土地面积（公顷）

	
	数量（万个）
	占有土地面积（万公顷）
	

	1992
	18.28
	780.4
	43

	1995
	28.01
	1201.1
	43

	2000
	26.17
	1529.2
	58

	2001
	26.55
	1652.5
	62

	2002
	26.40
	1766.2
	67

	2003
	26.39
	1832.6
	69

	2004
	26.14
	1920
	73

	2005
	25.74
	1924.6
	75

	2006
	25.54
	2058.8
	81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

表4 农业经营主体占有土地与农业绩效

	年份
	农业企业
	家庭农场
	居民经济

	
	占有农业用地
	农产品收入
	占有农业用地
	农产品收入
	占有农业用地
	农产品收入

	
	万公顷
	%
	亿卢布
	%
	万公顷
	%
	亿卢布
	%
	万公顷
	%
	亿卢布
	%

	1992
	1801
	88.6
	18
	66.7
	65
	3.2
	3
	1.1
	166
	8.2
	9
	3.3

	1995
	1712
	86.2
	1023
	50.2
	104
	5.2
	40
	2.0
	171
	8.6
	976
	47.8

	2000
	1576
	82.8
	3359
	43.4
	145
	7.6
	236
	3.0
	183
	9.6
	4150
	53.6

	2001
	1541
	81.8
	4219
	43.9
	159
	8.4
	357
	3.7
	185
	9.8
	5036
	52.4

	2002
	1504
	80.4
	4099
	39.8
	170
	9.1
	382
	3.7
	197
	10.5
	5811
	56.5

	2003
	1475
	79.3
	4588
	39.7
	178
	9.6
	525
	4.5
	207
	11.1
	6436
	55.8

	2004
	1421
	73.7
	5736
	43.1
	187
	9.7
	791
	5.9
	241
	12.5
	6925
	51.0

	2005
	1379
	71.9
	6164
	41.2
	195
	10.2
	845
	5.7
	264
	13.8
	7945
	53.1

	2006
	—
	—
	6607
	40．9
	—
	—
	1039
	6.4
	—
	—
	8525
	52.7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地籍管理委员会网站2005公布的数据整理

俄罗斯农业经营主体变化的过程中，国家在确立了私有产权制度之后，俄罗是通过土地流转制度对私有产权制度进行了强化。《俄罗斯联邦农地流转法》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农地交易的形式，如买卖、转让、出租的合法性，这一法律为家庭农场与居民经济经营规模的扩大与家庭农场与居民经济转向了规模经营提供了法律保障。

从农地制度改革初期到目前的农业绩效来看，中俄两国呈现了不同的发展态势。中国是前升后降，而俄罗斯则是前降后升。当家庭承包制的制度优势完全释放后，农业绩效的提高需制度的创新。受整个国家整体经济下滑的影响，俄罗斯农业绩效与大型的农业企业在农业产出中的份额并没有取得改革初预期的收益。但是能否以此就断然地认为俄罗斯农地产权改革失败了？对制度绩效的评价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的。从短期农业绩效来看，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绩效要优于俄罗斯。但是从长期看，俄罗斯则更具有发展的制度潜力。俄罗斯农地私有产权制度和农地流转制度的确立，使土地产权明晰，土地可以进行交易，为土地利用行为效益最优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五、结论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如表5的结论

表5 中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比较

	
	相同点
	不同点

	制度变迁的

动力机制比较
	均是为获取现有制度外收益而进行了制度改革
	制度变迁的动力表现形式不同：中国是农民要获取制度外的收入；俄罗斯则是政府要并实行土地私有化，建立如发达国家一样的大农场。

	制度变迁的

路径比较
	1．制度变迁最终是均通过法律确立的。中国通过《土地管理法》、《农地家庭承包法》、《物权法》，俄罗斯通过《宪法》、《民法》、《土地法典》等法律将土地产权制度确立。

2．现阶段都对改革后确立的制度进行制度强化。中国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明确了有关农地流转；俄罗斯通过《农地流转法》使土地交易具有合法性，同时也为土地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保障
	1．变迁的模式不同：中国是透致性制度变迁；俄罗斯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2．变迁的路径不同：中国是在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俄罗斯则是突破了原有国家单一所有制的路径，建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并通过法律确立了其合法地位。

	制度变迁的

绩效比较
	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均对农业绩效产生了影响
	1．不同改革阶段的影响表现形式不同。中国是先升后降，俄罗斯则是先降后升；

2．俄罗斯通过农地流转制度的确立，对现有农地产权制度进行了强化，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中国虽然也在相关的法律中确立了有关农地流转的规定，但目前缺乏专门调整农地流转的法律。


不同的农地产权制度确定了对农地资源不同的配置模式。农地资源配置是否最优是相对于需求结构而言的。不同的需求，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科斯定理已阐明，无论产权的初始界定是怎样的，只要界定是明确的，如果人们愿意并且能够就这样的产权安排进行交易，资源配置必会得到改善。因此，不同的农地产权的界定，只是会使一种农地资源的最优配置不同于另外一种最优配置。俄罗斯在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下，通过农地流转制度，强化了这一制度。并在农业上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我国在目前即有的农地产权制度下，即农地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模式下，成本最小的完善模式应是通过次级制度构建及完善来强化即有的农地产权制度。农地流转制度的确立及农地流转外部环境的建构则是必要的。中俄农地产权制度的社会适应性取决于现有国家经济体制中已形成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环境。农地产权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效率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程度有关。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11）：371—403

2．D·诺斯．制度与经济增长．现代制度经济学（盛洪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289～293

3．林跃勤．俄罗斯农业改革及经验借鉴． 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3）：18～23

4．黄军 ，姜琦．俄罗斯土地改革的困境．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4）：50～58

5．王小映．土地制度变迁与土地承包权物权化．中国农村经济，2000（1）：43～49

6．高小军．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化．农业经济导刊，2004（8）：63～69

7．李锦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兼论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农业经济，2000（6）：57～60

8．李学军，朱宏。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效率增进的思考。农业经济导刊，2004（3）：94～99

9． В．В．Филонич．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механизм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земелъ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России．Ростов н/Д:ИнфоСервис2003

10．А.Самончик．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орота земельных долей.Экономика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2002，（11）：39~47.

11．Е.Быстров．Развит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оборота земли.Экономика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2004，（7）：19~24.

12．С.Киселев．Земе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и земельное прав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 2003，（12）：11~20

作者简介：贾雪池 浙江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流转站 

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 讲师 

研究方向：土地制度 

吴次芳 浙江大学东南土地管理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土地管理

联系方式： E---mail:doudou_jia1022@yahoo.com.cn

基金项目： 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项目编号C0733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项目编号11524209

本文刊于《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1期



[[1]]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11）：371—403

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1期

